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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如何提升沿黄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 是决策层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本文基于 TOE
(技术、 组织、 环境) 框架, 以黄河沿岸 48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 探讨地方政府改善环境治理绩效的路径选择, 识别出三种类型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

效驱动路径, 即技术辅助组织单驱动、 组织辅助技术环境双驱动和技术组织环境三驱动。
研究发现: 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 组织、 技术、 环境的综合

作用, 可形成环境有效治理路径的多样组态; 黄河上中下游城市高水平环境治理路径存在

明显差异。 基于此, 沿黄城市环境治理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适配性路径, 循序渐进地推动大

数据发展, 科学有效地配置组织内资源, 全面系统地改善组织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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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黄河流域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 其环境治理水平关系着黄河流域整

体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马军旗等, 2021)。 2014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明

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 公民在环境治理与保护中的义务和责任, 同

时更加强调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对沿黄城市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进行考察, 有助于提高

沿黄地区环境治理水平, 推动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学界关于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关于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研究。 首先是关于环境治理绩效评估内容的研究, 有学者从总

体环境评价角度出发, 以资源可持续发展、 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水平为主要内容, 构建环境评价体

系 (曹颖等, 2012); 也有学者从区域环境特点出发, 从环境健康、 环境质量、 生态系统健康和资

源能源利用入手, 对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进行系统评估 (张明明, 2009)。 其次是关于环境治理绩效

评估方法的研究, 包括不同的指标选取方法, 如 3E 评估法、 PSR 模型、 DPSIR 模型等; 也包括对

不同数据处理的方法, 如 PCA、 熵值法、 层次分析法等。
第二, 关于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是关于技术层面的研究, 如大数据技术能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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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府的环境监测能力, 从而提升治理绩效 (邓创等, 2020), 或者以数字化的转变升级来显著提

升环境治理绩效 (庞瑞芝等, 2021)。 其次是关于组织层面的研究, 如组织内部对环境的重视程度

和相关环境财政能力对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 (卢青等, 2020), 或者以上级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

治理的推动 (黎江平等, 2022; 丁依霞等, 2020), 尤其是在地方环境治理失灵困境中兴起的环保

约谈制度和环保督察机制 (张新文等, 2019)。 最后是关于环境层面的研究, 如政府所在地区的资

源能源、 制度体制机制、 公众关注等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卢青等, 2020)。
已有研究为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但相关研究多是从单

一的技术、 组织或环境视角进行探讨, 如研究者们更多关注如何在技术层面改善生态脆弱性, 或者

是在组织内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 在选取的样本层级上, 更多偏向全国地域的省级样本, 针对沿黄

城市的具体研究则较少。 显然, 环境治理绩效受组织内外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需要通过多个条件

比对才能发现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的核心条件和驱动路径, 而且沿黄各城市在自然条件、 经济发展水

平、 政策扶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不同因素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并不独立, 各因素之间会通

过联动匹配产生不同组合来影响政府环境治理, 因此对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进行组态研究是有必

要的。
本文按照通常的理解, 将环境治理作为一个过程, 将环境治理绩效作为结果, 分析政府在面对

环境压力时做出的选择以及最终的环境治理效果。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技术、 组

织、 环境的组合视角对沿黄城市环境治理进行研究; 在研究对象上选择更为具体的地级市进行分

析, 以期为地方政府治理和实践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交叉理论, 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 子系统协同、 组织间协同等特点

(李汉卿, 2014)。 协同治理理论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有效运用, 一方面得益于各类社会力量的成熟,
使得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另一方面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大

数据的发展与应用, 在促进数据开放的同时增进了信息交流。 因此在环境治理领域除了关注政府组

织内部的指示与要求外 (吴力波等, 2022), 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参与也值得关注。
创新与变革是提高治理绩效的重要手段。 在政府治理研究领域, 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关注到资

源、 动机等内在驱动因素, 也关注到上级压力、 邻近效应、 政策网络等外在因素 (Frances et al. ,
1990)。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 府际关系会从纵向和横向影响政府创新扩散 (马亮, 2011), 如政府善

于从同类组织中学习和效仿, 进而推动决策和创新 (杨代福, 2016), 地理位置相近、 经济发展水

平相近、 政治交流频繁的同行政层级政府更有意愿也更有机会比学赶超, 使得创新扩散的可能性更

大。 因此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情境中, 除了上级压力、 自身资源等传统的内外驱动因素, 同侪压

力也成为推动创新扩散并改善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力量。
TOE 框架最初由 Tornatizky 和 Fleischer 提出, 以创新扩散理论在经典技术授权模型中的解释逻

辑为基础 (Tornatizky et al. , 1990), 随着研究的不断延伸, 该框架已在组织管理、 政府治理、 电子

商务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 TOE 框架是一种从技术、 组织、 环境三层面探讨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其

中技术层次指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 兼容性、 成本和复杂度等; 组织层次指组织的规模、 类型、 结

构、 财务等; 环境层次指组织所处的特定内外部环境。 该框架具有灵活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

点,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到治理研究中, 研究者可根据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不同进行适当调整 (谭海

波, 2019)。 在将 TOE 框架应用到政府治理情境时, 知晓技术和组织被认为是影响组织绩效的主要

因素 (邱泽奇, 2017)。 具体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治理水平不仅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和政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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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受到相关技术条件的制约, 以及政府外部环境的影响。 因此要结合 TOE 框架的技术、 组织和

环境三个层次, 且在组态视角下分析联动产生的环境治理绩效。
(二) 变量设定与研究模型

为了考察沿黄城市环境治理情况, 本文在选择结果变量指标时遵循环境治理过程的 “压力—状

态—响应” 逻辑, 将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分为环境压力、 状态和响应指标。 在具体指标选取上,
参考了已有研究所采用的环境治理效率指标 (曹国志等, 2010; 张子龙等, 2015; 包国宪、 关斌,
2019; 吴建祖、 王蓉娟, 2019)。 指标合成采取了熵值法, 对各个组成指标进行权重分配, 最终形

成环境治理绩效得分。
在条件变量的设置上, 本文借鉴 TOE 框架, 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 从技术、 组织

和环境三个层面来识别条件变量, 形成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模型 (如图 1 所示)。 所

确定的 7 个解释变量分别是: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技术基础设施、 上级压力、 财政资源能力、 同

侪压力、 公众环境关注度和制度环境。 表 1 为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设置与测量情况。

图 1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研究模型

模型来源: 由作者绘制。

表 1　 变量测量一览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类别 变量测量

环境治理绩效 GEGP 利用 PSR 模型确定指标并采取熵值法合成测量

压力 工业 SO2 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状态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响应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每万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从业人员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BDA 技术 综合大数据发展指数

技术基础设施 TFR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量

上级压力 SS 组织 下发至本地级市的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发文量

财政资源能力 FA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之差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同侪压力 PS 同一省级区域内其他属于流域内的地级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平均值

公众环境关注度 PA 环境 “环境”“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为关键词的合成百度指数

制度环境 IE 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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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来源

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得分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1》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21》、 各城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各城市 2020 年生态环境统计公报等。 技术

层面的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以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 2021》 中的综合大数据发展指数来度量;
技术基础设施根据 2020 年各地区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量” 测算 (谭海波, 2019), 该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组织层面的上级压力以 2020 年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发文量的自然对

数值来测算 (丁依霞等, 2020), 该数据来源于各城市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信息; 财政资源能力以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之差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测量 (丁依霞等, 2020), 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年度财政预决算; 同侪压力用同一省级区域内其他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平均值来测量 (谭海

波, 2019)。 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测量, 借鉴了百度指数中的搜索指数来量化公众关注度 (姜伟,
2020), 因本文研究涉及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关注, 故选取关键词 “环境”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土壤污染”, 以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时间区间, 抓取沿黄城市的相关搜索频数,
利用 STATA 进行主成分分析, 确定权重合成百度指数; 借鉴已有研究 (陶克涛等, 2021), 以 2020
年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数据测量制度环境。

(四) 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 (QCA) 是建立在集合理论和布尔代数基础上的一种研究手段。 QCA 采用全

局观, 进行个案层次的对比研究, 将个案看作是各种因素的 “组态”。 QCA 方法的目的是通过

实例之间的对比来发现条件配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 从而解答 “什么样的组态能够产生预期的

效果?” (Mark, 2011)。 QCA 根据变量种类分为适用于二分类变量的 csQCA (清晰集定性比较

分析) 和适合处理多类别现象的 mvQCA (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以及既可以处理类别问题, 又

可以处理程度变化问题和部分隶属问题的 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Smith et al. , 1990)。
本文之所以采用 fsQCA 方法, 原因有三: 一是相关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均为

连贯的并呈现出一定的梯度, 定义为分类变量会损失过多信息; 二是 fsQCA 兼具定性与定量的

优势, 它可集合隶属度和分类融合, 能够保留更多信息, 便于考察变量程度或者水平的变化

(里豪克斯, 2017)。 三是环境治理绩效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要揭示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

效的提升路径, 仅靠变量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的常规统计分析是不充分的, 而 QCA 分析

所揭示的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 (Rihoux et al. , 2009),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沿黄城市环境治理

绩效的驱动机制。

三、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 案例选取与描述统计

黄河沿岸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共计 66 个。 结合数据的收集情况, 部分城市数据存在缺失, 无

法满足基础数据分析的要求。 参考学界缺失值的处理方法, 最终样本来自 7 个省区 (甘肃、 宁

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的 48 个城市。 表 2 是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中可以看

出,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 (GEGP) 的均值为 0. 5038, 最小值 0. 342 与最大值 0. 8049 之

间存在差距, 表明沿黄环境治理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财政资源能力 (FA) 和同侪压力 ( PS) 的

标准差相对较小, 个别条件变量的标准差较大, 如大数据技术应用 ( BDA) 的标准差为

10. 3845。 黄河沿岸城市在大数据技术应用、 上级压力、 公众环境关注度以及制度环境建设方面

存在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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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大数据技术应用(BDA) 18. 6400 51. 7500 33. 5263 10. 3845

技术基础设施 TFR 0. 2088 1. 4537 0. 4107 0. 2526

上级压力(SS) 0 7 1. 2292 1. 3875

财政资源能力(FA) - 0. 9429 - 0. 1992 - 0. 6054 0. 1879

同侪压力(PS) 0. 3639 0. 6103 0. 5098 0. 0607

公众环境关注度(PA) - 0. 6100 4. 3000 0. 1917 1. 0892

制度环境(IE) 6. 0610 10. 4680 8. 2053 1. 5117

环境治理绩效(GEGP) 0. 3420 0. 8049 0. 5038 0. 0942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

(二)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变量模糊集校准

fsQCA 将结果变量和各解释变量视为独立的集合, 集合研究使用集合隶属来测量案例是否属于

某一集合, 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称为校准 (杜运周等, 2017)。 校准可将变量与外部标准相

匹配, 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杜运周等, 2021), 按如下方式进行校准

处理: (1) 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平均值, “平均值 + 标准差” 为完全隶属校准标

准, “平均值—标准差” 为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 (2) 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

不隶属的校准标准分别为 0. 65 分位点、 0. 45 分位点、 0. 25 分位点; (3) 将上级压力数据的 95% 、
50%和 5%分位数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 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 (4) 财政资源能力中将案例最大值

定为 “完全隶属”, 最小值定为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则为具体案例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平

均值; (5) 同侪压力中将案例最大值定为 “完全隶属”, 最小值定为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则为

具体案例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平均值; (6) 公众环境关注度的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校准标准分别为 0. 7 分位点、 0. 3 分位点、 0. 1 分位点; (7) 制度环境的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

不隶属校准标准为 “平均值 + 标准差”、 平均值、 “平均值 - 标准差”。 结果变量, 即环境治理绩效

的校准, 借鉴 Fiss 的方法, 将 3 个锚点设定为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中的上四分位数 (0. 75)、 中位

数 (0. 50) 和下四分位数 (0. 25)。 变量校准锚点如表 3 所示。

表 3　 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校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校准锚点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条件变量

大数据技术应用(BDA) 43. 9108 33. 5263 23. 1417

技术基础设施(TFR) 0. 3518 0. 3095 0. 2920

上级压力(SS) 5. 0000 1. 0000 0. 0000

财政资源能力(FA) - 0. 1992 - 0. 5710 - 0. 9429

同侪压力(PS) 0. 6103 0. 4871 0. 3639

公众环境关注度(PA) 0. 1270 - 0. 4260 - 0. 5720

制度环境(IE) 9. 7170 8. 2053 6. 6936

结果变量 环境治理绩效(GEGP) 0. 5526 0. 4976 0. 4557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三)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必要性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 单变量的必要性是通过一致性来评估的。 一般认为, 当一致性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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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时, 单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较强。 当一致性处于 0. 8—0. 9 时, 可认为 X 是 Y 的一

个充分条件; 当一致性大于 0. 9 时, 则 X 是 Y 的一个必要条件 (Fiss, 2011)。 本文的条件变量与

结果变量经过一致性分析后, 得出的必要性结果如表 4。

表 4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GEGP) 非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 ~ GEGP)

高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BDA) 0. 5599 0. 5189

非高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 ~ BDA) 0. 5395 0. 5654

高技术基础设施度(TFR) 0. 7048 0. 4723

非高技术基础设施度( ~ TFR) 0. 3601 0. 5828

高上级压力水平(SS) 0. 6213 0. 4430

非高上级压力水平( ~ SS) 0. 5554 0. 7067

强财政资源能力(FA) 0. 5609 0. 4950

非强财政资源能力( ~ FA) 0. 5890 0. 6320

高同侪压力(PS) 0. 8025 0. 8495

非高同侪压力( ~ PS) 0. 3683 0. 2952

高公众环境关注度(PA) 0. 7761 0. 6520

非高公众环境关注度( ~ PA) 0. 3115 0. 4222

高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IE) 0. 5763 0. 5089

非高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 ~ IE) 0. 5332 0. 5839

　 　 注: “ ~ ” 代表逻辑运算的 “非”。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由表 4 可知, 单个变量的一致性水平, 除了同侪压力 (PS) 与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一致

性水平达到 0. 8 以上, 其他变量之间的一致性水平都在 0. 8 以下, 均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故在后续组态分析时, 均选择 “存在或缺乏” 的开放维度来探究条件组态。

(四) 黄河沿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充分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基于集合论视角, 探讨由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 其所表示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时, 一

致性也可以作为衡量组态充分性的标准。 另外根据样本量来设定频数阈值时, 对于中小样本, 频数

阈值为 1, 大样本的频数阈值则大于 1。 在实际研究中, 需要考虑案例在真值表中的分布以及研究

的实际情况, 故本文没有直接设定一致性阈值和频数阈值, 而是综合考虑以下情况: 结果为 0 和 1
的真值表组态应该被涵盖并大致平衡; 频数阈值至少包含 65% 的观察案例; 为减少潜在的矛盾组

态, PRI 一致性应≥0. 5; 避免某真值组态同时为高水平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和非高水平政府环境治理

绩效的充分性组态。 最终确定本文的一致性阈值为 0. 65, 频数阈值为 1。 表 5 为高水平环境治理绩

效的组态分析结果。

表 5　 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
技术辅助组织单驱动 组织辅助技术环境双驱动 技术组织环境三驱动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 • • 􀱋 􀱋

技术基础设施 • ● ● ● ●

上级压力 ● 􀱋 􀱋 ●

财政资源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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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条件组态
技术辅助组织单驱动 组织辅助技术环境双驱动 技术组织环境三驱动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同侪压力 • • • • •

公众环境关注度 􀱋 ● ● ● ●

制度环境 􀱋 • • 􀱋 􀱋

原生覆盖度 0. 1458 0. 2843 0. 2084 0. 2080 0. 2139

唯一覆盖度 0. 0636 0. 0985 0. 0177 0. 0291 0. 0454

一致性 0. 6830 0. 8291 0. 8422 0. 6198 0. 7115

有效案例 固原
郑州、济南、

西安、淄博、榆林
延安 天水 太原、兰州、晋城

解的覆盖度 0. 5268

解的一致性 0. 6921

　 　 注: 用 “●”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用 “􀱋” 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 用 “•”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用 “□” 表示边缘条件不存

在, 空白部分表示该条件存在与否不重要。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本文采取提高 PRI 阈值 (由 0. 65 提升至 0. 7) 和随机删除部分案例 (每个省、 自治区随机删

除一个城市) 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6 为提高 PRI 阈值后得到的组态, 解的覆盖度由 0. 5268
降至 0. 3937, 解的一致性由 0. 6921 提升至 0. 8065。 在组态路径上, 删除了 “BDA∗TFR∗ ~ SS∗
PS∗PA∗IE” “ ~ BDA∗TFR∗SS∗ ~ FA∗PS∗ ~ PA∗ ~ IE” “BDA∗TFR∗ ~ SS∗PS∗PA∗IE”
三条路径, 其余两条路径完全保留, 结果相对稳健。 表 7 为删除部分案例后得到的组态, 解的一致

性由 0. 6921 上升至 0. 7436, 覆盖度由 0. 5268 下降到 0. 5146, 整体上保持稳定。 在组态路径中, 与

原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组态路径相比, 少了路径 “ ~ BDA∗TFR∗ ~ SS∗ ~ FA∗PS∗PA∗ ~ IE”,
该路径的有效覆盖案例是天水, 其余路径一致, 结果相对稳健。

表 6　 提高 PRI 阈值后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

组态解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 BDA∗TFR∗SS∗FA∗PS∗PA∗ ~ IE 0. 1926 0. 1094 0. 8201

BDA∗TFR∗FA∗PS∗PA∗IE 0. 2843 0. 2012 0. 8291

解的覆盖度 0. 3937

解的一致性 0. 8065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表 7　 删除部分案例后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

组态解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BDA∗TFR∗FA∗PS∗PA∗IE 0. 2966 0. 1083 0. 8242

~ BDA∗TFR∗SS∗FA∗PS∗PA∗ ~ IE 0. 2234 0. 1083 0. 7700

BDA∗TFR∗ ~ SS∗PS∗PA∗IE 0. 1972 0. 0074 0. 8244

~ BDA∗TFR∗SS∗ ~ FA∗PS∗ ~ PA∗ ~ IE 0. 1453 0. 0751 0. 6652

解的覆盖度 0. 5146

解的一致性 0. 7436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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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黄河沿岸城市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进行组态讨论。 组态 1 “ ~ BDA∗TFR∗SS∗ ~ FA∗
PS∗ ~ PA∗ ~ IE” 为技术辅助组织驱动型。 该组态表明当具备一定水平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同侪压

力且具有较高的上级压力时, 即使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财政资源能力匮乏、 公众环境关注度

不足以及制度环境不够完善, 也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环境治理绩效。 其中上级压力是核心条件, 技术

基础设施和同侪压力是边缘条件。 如固原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其环境治理更多依赖于上级政策

的推动和引导。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 2020 年发布的 19 份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与工

作文件中, 直接为固原市下发指导意见与治理任务的有 12 份, 主要围绕黄河沿岸城市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其次, 固原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4 个案例样本中是最低

的, 相应地在这个模块上就存在着改善的压力。 对应在环境治理行动上, 固原市地方政府 2020 年

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出现了对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倾斜。 在技术基础设施上, 固原市的人均宽带接

入量在黄河沿岸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 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15%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 约 6%
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组态 2、 3 和 4 属于同一类型, 即组织辅助技术环境双驱动型。 其中组态 2 归为强驱动型, 该

类型的路径中存在两个核心条件、 四个边缘条件。 组态 3 和 4 归为弱驱动型, 该类路径中存在两个

核心条件, 边缘条件存在和边缘条件缺失同时出现。 其中组态 2 为 “BDA∗TFR∗FA∗PS∗PA∗
IE”, 该组态表明当具备一定的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财政资源能力和同侪压力, 且公众环境关注

度和技术基础设施水平高时, 能够产生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 以济南市为例, 在技术层面, 济南市

人民政府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针对性制定并实施了 《济南市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 在组织层面, 济南市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黄河沿岸城市中排位靠前, 在

环境治理方面有较充足的资金保障。 2020 年, 省级政府下发环境保护类政策文件 (现行有效) 87
份, 其中直接提及并下发给济南环境治理任务的政策文件有 18 份。 在环境层面, 济南市的公众环

境关注度位于案例样本城市前列, 另外政府通过完善环保相关制度来接收公众的环境问题与诉求。
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28%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 约 10%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仅能被该

路径解释。
组态 3 “BDA∗TFR∗ ~ SS∗PS∗PA∗IE”, 表明具备一定水平的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同侪压

力和制度环境且公众环境关注度以及技术基础设施水平高时, 即使上级压力相对欠缺, 也能够产生

高水平的环境治理绩效。 核心条件是技术基础设施和公众环境关注度。 该组态代表地区为延安市,
在技术条件方面, 延安市建设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 将大数据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结合, 加速人工

向数据化转化; 在组织层面, 延安市的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 在环境层面, 延安市的制度环境指数

在黄河沿岸城市中处于中上层, 市场化程度较高且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开放, 资源配置与流通灵

活科学, 为延安市政府环境治理的高效率运作提供了保障。 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21%的高水平环境治

理绩效案例, 约 2%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组态 4 “ ~ BDA∗TFR∗ ~ SS∗ ~ FA∗PS∗PA∗ ~ E”, 表明当具备一定的同侪压力且技术基础

设施水平比和公众环境关注度高时, 即使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不高、 上级压力不足、 财政资源能力

欠缺、 制度环境不够完善, 也能产生高水平的环境治理绩效。 该组态的代表地区为天水市, 在技术

层面, 天水市的大数据技术发展较晚, 但在技术基础设施上并不落后; 在环境层面, 天水市的公众

环境关注度处于样本的中上层, 据天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2020 年环境信访工作的季度通报可知,
天水市 2020 年第二、 三、 四季度共受理各类环境信访投诉 517 件, 结案 514 件。 公众通过当地的微

信平台、 市委书记市长留言板等渠道进行环境问题投诉, 政府的快速受理与办结推动了环境问题的

协同解决。 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21%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 约 3%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

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组态 5 “ ~ BDA∗TFR∗SS∗FA∗PS∗PA∗ ~ IE” 为技术组织环境三驱动型。 该组态表明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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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基础设施水平高、 上级压力大、 公众环境关注度高且具备一定的财政资源能力和同侪压力时, 即

使制度环境不够完善, 也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环境治理绩效。 该组态的代表地区为银川市, 作为宁夏

回族自治区的省会城市, 银川市财政资源能力较强, 环境治理上的资金投入也更加充分。 宁夏回族

自治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但受机制、 人才、 投入等因素影响, 与先进省市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 在 2020 年的综合大数据指数排名也较为靠后。 在组织层面, 上级政府的关注与支持对银川

市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起到关键性作用。 银川市的公众环境关注度得分也是排在案例样本的上层。
这与该市生态环境局打开渠道, 积极接收公众环境反馈密切相关。 上级政府的高位推动、 同级政府

的学习竞争以及公众的积极参与, 形成了囊括组织内外的推动力, 实现了银川市地方政府生态环境

的有效协同治理。 该路径可以解释约 21%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案例, 约 5%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

效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
(五) 黄河上中下游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差异化路径

受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区位、 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存在着异质

性, 政府的环境治理也呈现出差异性。 通过对不同河段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 探索不

同地区技术、 组织与环境因素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相关组态分析结果见表 8。
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8　 黄河上、 中、 下游 (高水平) 环境治理绩效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
上游 中游 下游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 􀱋 􀱋 􀱋 􀱋 • • •

技术基础设施 􀱋 • • • • • ●

上级压力 ● ● 􀱋 • • 􀱋 •

财政资源能力 􀱋 • 􀱋 • • ● ●

同侪压力 • • 􀱋 • • 􀱋 􀱋

公众环境关注度 • • ● ● ● 􀱋 ●

制度环境 • • 􀱋 􀱋 • • •

原生覆盖度 0. 2036 0. 2640 0. 1827 0. 2541 0. 2061 0. 1226 0. 2731

唯一覆盖度 0. 1554 0. 2157 0. 0585 0. 1276 0. 1382 0. 0777 0. 2282

一致性 0. 9926 0. 9777 0. 8571 0. 7750 0. 9362 0. 6871 0. 7189

解的覆盖度 0. 4193 0. 4508 0. 3507

解的一致性 0. 9823 0. 8038 0. 7487

　 　 注: 同表 5。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计算得来。

根据表 8 的组态分析结果, 黄河上游地区城市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呈现出 “组织单驱动” 的路

径特征。 组态 1 表明, 尽管黄河上游地区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以及技术和基础设施水平较低、 财政

资源能力欠缺, 但只要上级压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且同侪压力、 公众环境关注度与制度环境作为

辅助条件存在, 也会产生高水平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 组态 2 表明, 尽管黄河上游地区大数据技术

应用水平较低, 但只要上级压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且技术基础设施、 同侪压力、 公众环境关注度

与制度环境作为辅助条件存在, 也会产生较高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 因此, 在黄河上游地区, 来自

上级政府的高位推动是城市取得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
黄河中游地区的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呈现出 “环境单驱动” 的绩效路径特征。 组态 3 表明,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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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黄河中游地区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较低、 上级压力和同侪压力不足、 财政资源能力欠缺、 制度环

境不完善, 但只要公众环境关注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且技术和基础设施作为辅助条件存在, 也会

产生高水平的政府环境治理绩效。 组态 4 表明, 即便黄河中游地区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 但只要公

众环境关注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技术基础设施、 上级压力、 财政资源能力、 同侪压力作为辅助条

件存在, 也会产生高水平的政府环境治理绩效。 组态 5 则是一条全要素都存在的路径, 其中公众环

境关注是核心条件。 总之, 在黄河中游地区, 来自公众的环境关注度是推动政府取得高水平环境治

理绩效的关键。
组态 6 表明, 位于黄河下游的城市, 尽管缺乏上级压力这一核心条件, 且同侪压力以及公众环

境关注存在欠缺, 但只要有财政资源能力作为核心条件, 且有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水平作为补充, 以

及较好的区域市场化环境作为辅助, 也会产生高水平城市环境治理绩效。 组态 7 表明, 位于黄河下

游的城市, 尽管缺乏同侪竞争压力, 但只要技术基础设施、 财政资源能力、 公众环境关注度作为核

心条件存在, 也能产生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 在黄河下游地区, 财政资源能力是达成高水平环境治

理绩效的重要条件, 同时需要技术、 组织和环境层面的共同加持。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黄河沿岸的 48 个城市为样本, 从技术、 组织和环境三个方面考察了沿黄城市高水平环

境治理绩效的路径。 采用 fsQCA 方法分析大数据技术、 公众环境关注度、 制度环境、 财政资源能力

等各种因素对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联动效应,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 技术、 组织、 环境均不能单独成为城市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的必

要条件, 沿黄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受技术、 组织、 环境联动的影响。 将核心和边缘条件的存在状态归

纳为三种高水平环境治理的驱动类型, 分别是技术辅助组织单驱动、 组织辅助技术环境双驱动、 技

术组织环境三驱动。
第二, 组织、 技术、 环境条件综合作用, 形成驱动环境治理绩效的多样组态。 例如, 在特殊条

件下, 公众对环境的关注或上级对环境治理的督促可以突破技术条件和组织内资源的限制。
第三, 黄河上中下游城市的高水平环境治理路径存在明显差异。 上游以上级的压力为核心, 在

环境治理上更加依赖上级推动; 中游以公众环境的关注度为核心, 外部环境压力起着重要作用; 下

游高水平环境治理路径的共同核心变量是财政资源能力, 表明下游城市在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较多,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主动性较强。

(二)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适配性路径。 沿黄城市在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的过程中要注重组态效应,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驱动路径。 从黄河上中下游环境治理绩效的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来看, 下游地区的核心要素为大数据技术发展、 财政资源能力以及公众环境关注, 这和下游地区

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下游沿岸城市要充分利用好技术设施相对完善、 大数据技

术发展较好、 资金支持较为雄厚、 公众环境参与主动性较强等优势, 在流域环境治理中承担更大

的责任、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游地区大数据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但技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建议

借助地缘优势, 增强与具有环境治理相对优势地区的互动, 促进同侪学习, 以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应积极改善制度环境, 提高市场化水平, 从而吸引更多的绿色企业入驻, 同时鼓励并引导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 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 上游地区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因其大数据技术起步

较晚, 建议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借助上级的高位推动、 同侪间的良性学习与竞争,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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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能力。
二是循序渐进地推动大数据发展。 大数据发展为打破 “信息孤岛”、 打通合作渠道以及实现城

市间协同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前景。 政府要关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对于技术设施完善、 大数据

技术应用水平高的地区, 应在现有的设施条件与发展水平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数据发展模式的创新和

规模效益的提升, 不断完善环境大数据体系建设, 实现环境日常监测、 突发预警、 跨区域治理等多

方面的协作治理。 对于大数据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 政府应当加强政策支持,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吸引大数据流域的头部企业入驻, 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

环境治理红利。
三是科学有效地配置组织内资源。 从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 首先是财政资源能力对环境治

理的重要性。 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财政资源优势, 既说明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财政支撑必不可少,
同时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态度和投入。 一些财政资源能力较强的地区在高水平环境治理

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中可能存在着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为此有必要从更

高层面出发, 利用环保约谈与环保督察, 帮助地方政府回归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 并督促地方政府

积极获取并科学配置环保资源, 从而实现环保的长效治理。 其次是要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善于回应

同侪竞争。 上级压力在环境治理绩效上起着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要积极接受上级的政策指导, 主动

响应政策要求, 实现环境治理任务落地。 同侪压力也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高水平环境治理的案例往往存在着同侪压力的边缘条件, 但同时非高水平环境治理组态中也存在同

侪压力的边缘条件, 说明同侪压力具有两面性, 需要地方政府妥善回应, 以促进地区之间的良性竞

争与学习。
四是要全面系统地改善组织外环境。 从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 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地区往

往具备较高水平环境治理绩效, 原因在于公众环境关注度发挥了非正式的环境约束作用。 公众环境

关注度能够催生公众环境参与行为, 使得公众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向上级或地方政府反映生态环境问

题, 实现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 地方政府应当重高度视公众的环境满意度, 不断优化拓展公众参与

的渠道, 科学引导利用公众对环境的关注, 促进公众关注向公众行动、 企业行动转化。 制度环境在

环境治理中起到了辅助作用, 制度环境的提升需要地方政府注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为此要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不断完善与环境治理相适应的营商环境, 从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实现绿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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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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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s a key link in achie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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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ow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s a hot topic of concern for both
decision-makers and academia.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OE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framework and takes 48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t explores the path sele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high-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driving paths, namely “ technology assisted organization single driving”, “ organization assisted technology
environment dual driving”, and “technology assiste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riple driv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 single condi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comprehensive role of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can form
diverse configurations of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th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high-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ths of cities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o explore adaptive path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gradu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allocate resourc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coastal citi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 TO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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